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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的尝试

叶　青　　胡 振 宇

［摘　要］２０世纪初，在美国排华浪潮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中国留美生虽列为“被豁免阶级”，但其与华
侨相同的国族又使其难以逃脱美国社会排斥。由于在入境审查、日常生活与校园活动中屡遭歧视，他们逐
渐认识到自身与旅美华侨命运相连，进而主动采取行动，以改善华侨形象。面对美国社会的排华偏见，留
美生或通过英文演讲、撰文驳斥谬论；或深入唐人街调研，协助整顿社区；或投身华侨教育，注重从幼童入
手，通过组织训练与公共活动提升华侨形象。这些努力既反击了美国社会的歧视，也展现了清末民初留美
生的责任担当与民族意识觉醒，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旅美华侨的生存境遇与形象，在异域深化了自身的民族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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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在美国排华法案中，本不包含中国留美生群体①，然而彼时却有相当数量的留美生坚
定站在旅美华侨一边，积极投身于反对排华运动浪潮之中，呈现“非常”之态。囿于海外史料缺乏与
《斯科特法》（Ｔｈｅ　Ｓｃｏｔｔ　Ａｃｔ）《华工禁约》等法令规定，以往学者多将留美生简单视作排华法案中的
“被豁免阶级”，认为其留学期间并未受到美国社会之排斥。部分学者还认为，留美生在异域求学期间
常与美国民众“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与旅美华侨刻意保持距离，未曾为异域同胞的不公待遇“说过
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②。实则不然。中国留美生在求学期间曾采取过一系列因应举措。目前学界
既有研究多集中于美国排华运动及中国本土回应③，而针对留美生群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独特角色
的探讨尚未展开，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旅美华侨与留美生群体之关联，影响了世人全面认知两
者间的互动。有鉴于此，本文在广泛搜集留美生日记、回忆录与海外报刊资料的基础上，以留美生与
华侨间的互动为切入点，系统爬梳２０世纪初在美国排华运动浪潮下中国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之举
措，探究清末民初在族群认同观念影响下以中国留美生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身份认知的转变，
他们为改善华侨形象、提升华侨地位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影响深远。

一　近代排华运动下中国留美生的境遇与应对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国门户大开以及美国“淘金热”的吸引，大批中国人涌入美国，逐渐汇聚成
旅美大潮。初抵北美时，正值美国“西进运动”关键阶段，他们遂成为美国社会开发建设之重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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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０年《中美续修条约》曾明确规定“中国商民，如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等，以及随带并雇用之人，兼已在美国各处华工，
均听其往来自便，俾得受优待各国最厚之利益”。此后数年间，美国又先后通过《１８８２年排华法》《斯科特法》等法令进一步确
立了排华运动中的“被豁免阶级”，中国留美生显然不在禁止进入美国之列（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１辑第
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２６页；伍廷芳著，李伯宏译：《一位东方外交家看美国》，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２１页；赵辉兵：《进步主义运动与美国规制国家的源与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２４年版，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葛懋春、李兴芝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０页。
参见宋李瑞芳著，朱永涛译：《美国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
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周敏著，郭南译：《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潮龙起：《美
国华人史（１８４８—１９４９）》，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令狐萍：《美国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等。



力，备受美国民众尤其是上层社会阶级欢迎①。但随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萧条、劳资矛盾与地方政
治斗争的加剧，美国社会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久的排华运动，美国最终于１８８２年颁布了《排华法
案》（Ａｎ　Ａｃｔ　ｔｏ　Ｅｘｅｃｕｔ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俗称“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Ａｃｔ”）。然而，美国在经济上又难以割舍中国市场。为平衡排华与追寻在华利益之关系，美国政
府遂将中国“商人、游历者、学生与教师等”群体②划入“被豁免阶级”，试图以此维系中美表面上之“文
明交往”。令人深思的是，彼时中国留学生赴美后，不仅积极驳斥美国社会的排华运动，而且主动采取
诸多改善华侨形象的务实举措，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行动逻辑与思想根基？
１．中国留美生的多维困境
２０世纪初，美国政府虽强调中国留学生为“被豁免阶级”，享有自由入美与平等求学等权利，但这

种“有条件的接纳”并未真正改变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尽管中国留美生在形式上享有豁免待遇，但
他们与海外华侨间固有的族群认同与文化纽带，又使其在美求学期间普遍遭受当地民众的歧视与排
斥。中国留学生抵达美国时，他们往往会遭到美国海关的肆意刁难。为实现“将东方华人拒绝于美国
国门之外”③的目的，彼时美国海关屡次违反法定权限，对本属被豁免阶级的中国留学生施以严苛入
境检查。他们不仅勒令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赴美中国公民脱光衣物，任凭海关人员用棍乱拨其私处检
查④，而且还会以预防犯罪为由，强制拍摄有辱人权的裸体测量照片，并留存档案⑤。与此同时，因美
国法律对“学生”定义不明确，加之海关审查标准的高度自由裁量及程序透明度不足，导致相当数量的
中国留学生因缺乏相应手续或身份存疑而遭到扣留、反复审查甚至直接遣返。如孔祥熙赴美时虽领
有美国驻天津领事所颁发的护照，身兼“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头衔，拥有“学生”与“官员”
双重豁免身份，但美国海关依旧以其护照存疑为由，反复核查１６个月后才允许他入境⑥。在美国海
关吹毛求疵的审核下，中国留学生被扣留与遣返者不胜枚举。为此，中国留美学生监督处官员不得不
常常奔走于华盛顿和旧金山之间，与美国海关协调中国学生入境事宜⑦。

即使中国留学生有幸通过海关检查，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摆脱了被歧视。恰恰相反，美国社会
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渗透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在租房方面，囿于传统认知误区，美国房主往往不
愿将房屋出租给包括留美生在内的中国人。即使有部分中国留学生被误认成日本人“有幸”获允租
房，但当房东发现其真实身份后，不论其平时表现是否得体，依旧会强行命其搬出⑧。有的美国房东
虽然允许中国留学生居住，但待其入住时，原有白人租客便会立即退租，拒绝与中国留学生合租⑨。
１９２８年时，依旧可见房东拒绝将其房屋出租给中国留学生的记载○10。这一状况常令中国留学生尴尬
不已。除租房外，他们在餐厅、理发店乃至公共场合也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当至白人理发店理发时，
店员常拒绝向其提供服务，并责令其离开。究其原因，竟是一旦为黄人提供服务，白人便对此理发店
“永远绝交”○11。部分留美生到餐厅吃饭亦会遭受服务员冷眼相待，不论他们点何种菜品，服务员皆以
售罄答复，其“逐客之令，妙在不言中也”○12。此外，中国留美生在公共场合亦会遭遇美国民众歧视。
陈达在美留学时，曾在大街上遭到数十名美国民众公然侮辱性围观，他们“目光闪闪，直射余身；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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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７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９６页。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０页。
参见李漪莲：《守卫美国的国门：排外时期的中国移民（１８８２—１９４３）》（Ｅｒｉｋａ　Ｌｅｅ，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ｒａ，１８８２—１９４３），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５０页。
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５页。
江勇振：《楚材晋育：中国留美学生１８７２—１９３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２年版，第８５页。
“长期斗争终于结束了”（“Ｌｏｎｇ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Ｅｎｄｅｄ”），《威奇托每日鹰报》（Ｔｈｅ　Ｗｉｃｈｉｔａ　Ｄａｉｌｙ　Ｅａｇｌｅ），１９０３—０１—２５，第１１版。

⑧　叶维丽著，周子平译：《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１９００—１９２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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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庚：“中国人眼中的美国”（Ｓｉｅｇｅｎ　Ｋ．Ｃｈｏｕ，“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ｙｅｓ”），《中国留美学生月报》（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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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听我诉苦》，《留美学生季报》１９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８９页。



喃喃细语，彼此作惊讶之色；终而全车哄然，大叫‘中国人’‘中国人’”，笑声与叫声掺杂在一起，约十分
钟之久，“往来汽车，一律停止齐看”。此种观猴之举，使陈达尴尬不已，恨不得立马逃离美国①。部分
留美学生为免遭歧视，选择待在校内、尽可能减少外出，但其校园生活依旧难逃种种歧视。他们不仅
常被同学追问是不是洗衣工、是否吃老鼠、是否吸食鸦片等带有偏见与歧视的问题，有的老师也时常
表现出对中国学子的鄙夷。如张忠绂在哈佛大学就读时，部分教授曾多次在课堂上直呼其“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②。此外，中国留学生外出实践时也常受他者排斥。１９１７年，就读于麻省理工的侯德榜与张贻
志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美加交界处的一家跨国工厂实习，过边检时，带队教师与３名美国学生顺利通
行，而侯、张两人却被加拿大官员拦下。当其无奈折返美国时，美国官员又以缺少证明文件为由，拒绝
他们入境。一时之间，侯、张两人陷入进退两难之境。此种遭遇使得留美生对“美加之虐待华侨，蔑以
加矣”③有了更深刻的感知。
２．国族观念的萌发与强化
近代中国留美生逐步承担起重塑华侨形象之任务，并非完全出于外部压力的驱动，也源自内心民

族主义思想在异质环境中被强化、被唤醒，迫使留美生对民族认同进行深刻反思与意义重估。
２０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交织，“民族”成为中国人理解世界与自我身份的核心概念。彼时，众多

留美生虽曾在国内接受过新式教育，对民族国家观念已有初步认知，然而这种认知在其出国前多是一
种抽象概念，待到留美生负笈异域后，他们所受待遇与华侨相差无几，时常在海关、街头、校园等公共
场所遭遇美国民众无差别排斥④。这种经历使原本抽象化的“民族”观念转化为具体体验，某种程度
上深深刺痛了其民族情感。他们意识到个人尊严与民族国家地位息息相关，改善海外华侨的处境就
是在维护民族尊严。因此，在排华运动的影响下，对种族排斥的反抗，已然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留美生
特有的民族主义重要组成部分。

彼时，虽有部分留美生尝试以学识、阶层与礼仪强调自身与华侨之区别⑤，但美国社会以种族为
界的固化认知又不断提醒他们，在主流社会眼中，中国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他们受过怎样
的教育，依旧会被美国社会视为与唐人街华侨无异的“Ｃｈｉｎａｍａｎ”⑥。在这种境遇中，留美生深刻体
会到“处物质竞胜之世，国弱民贫之受人凌辱也固已”⑦。他们原本的精英观念受到冲击，民族意识随
之加强，开始把海外华侨的困境视作国家积弱的外在象征，把自身遭遇理解为民族整体遭遇的缩影，
从而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民族情感。

与此同时，留美生在美国亲身体验现代社会制度、接触民族国家观念后，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国与
国之间的地位差异，也更深刻地理解了国民形象在国际交往中对国家利益的重要影响。其时，美国社
会常将旅美华人刻画为未开化的群体，这一固化的刻板印象不仅影响了海外华侨的个人生活，更损害
了中国的整体形象。因此，在留美生看来，改善华侨社会面貌并非单纯的慈善或同情，而是关系国家
荣誉、外交利益与民族尊严的现实任务⑧。他们逐渐意识到，海外华侨的公共形象已然成为国际社会
认知中国的重要窗口。但囿于中国积弱，无力为海外侨民提供有力保护。故而，改善华侨形象的重任
便落在了那些受过现代教育、能跨越文化障碍的中国留美青年肩上⑨。这种从民族情感出发、以知识
与实践为手段的行动模式，正是他们民族主义情感得以落实的重要途径。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的被唤醒既是留美生投身改善华侨形象的情感根源，也是其行动的基本背景
和催化剂。在赤裸裸的误解、偏见、排斥、歧视和生存压力中，留美生经历了情感上的震荡与彷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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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理性反思差距与困境根源。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个人与民族之间的连带关系，自我尊严与国家地位
息息相关，故而将提升华侨处境视为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将维护华侨尊严、重塑华侨
形象视为义不容辞的使命，主动承担起重塑旅美华侨形象之重任。

３．精英责任的唤起
近代美国民众排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对中国形象缺乏正确认知。由于无法亲赴中国了解

东方社会的真实状况，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或源于传教士的舆论描述，或基于对唐人街华侨
的直观印象。然而，前者为凸显传教事业的必要性，常“太过强调中国人生活里的阴暗与病态面
相……有时候甚至下意识地用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情况来诠释整个中国”①；后者又多为“没有受过
教育、卑微……却被错误地当成是整个中华民族真正的代表”②。唐人街本无法使美国民众真正全面
了解中国，却成了其认知中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之处③。留美生敏锐地意识到自身对“改变美国民众
反华歧视”④的重要性，自觉肩负起消除美国民众对华歧视、沟通中美两国文化的重任。

２０世纪初的留美生不仅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积累了良好的中华文化基础，而且时常被叮嘱
应争“做中国的‘人民大使’，去宣扬中国优良文化，去增进中美两国人士的友谊”⑤。因此，当面对美
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读时，留美生群体虽厕身他乡，但又深知自身肩负“学”与“教”的双重使命。这种责
任意识并非外界强加，而是在长期接触美国社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美国社会对外来族群的看法深
受其教育体系、媒体与公共话语影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彼时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
家，其国民形象更容易被外界以整体化的方式加以评判。正因如此，当留美生发现美国民众正以唐人
街的社会状况来认知中国时，他们敏锐意识到：若不主动发声阐释真实的中国形象，这种认知误解将
难以得到纠正。因此，这一时期的留美生多积极充当中美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主动采取多种举
措，尝试重塑华侨形象。他们俨然将消除美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错误偏见、促进中华文化在美传播，
视为一种自发性的责任。这种自发性的文化选择，不仅是２０世纪初中国留美生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维
护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更是其在异国他乡为祖国、为中华民族争取尊重的关键途径。

二　“同为中华民”：留美生改善华侨形象的实践举措

作为近代中国在美的两个重要群体，留美生与旅美华侨同属中华民族，唇齿相依、休戚与共。２０
世纪初，部分留美生虽常以精英身份自居，强调自身有别于华侨。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美国民众在
对待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黄色人种时，往往不会刻意去区分两者差异，而是对其施以“一视同仁”之排
斥。处此背景下，部分留美生遂发出了“我们能为这个国家的华侨做些什么”⑥的深刻反思，并逐渐投
身于重塑旅美华侨形象的活动中。他们或采取演说与刊文等方式，批判美国社会的排华行径；或化身
为社会实践家，深入华侨社会，在了解其真实状况的基础上，踊跃开展各类公益活动，某种程度上改善
了近代旅美华侨乃至中国的海外形象。

１．演说与刊文：传播社会舆论理性之声
社会舆论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既能调节、约束社会个体行为，又能影

响国家政治层面的决策事宜。正因如此，２０世纪初留美生在抵制排华运动时尤为注重社会舆论的作
用。作为接受中西文化双重教育的新式青年，他们常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和语言能力，以舆论为阵
地，为华侨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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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既是近代美国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重要途径，又是美国政治中重要的无形之手。因此，部分
留美生便“入乡随俗”，将演说作为驳斥排华运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借助演说的方式肇始于１９世纪
末，但因彼时留美生人数较少且思维逻辑尚不成熟，未产生较大反响。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时，为“保
护侨民不被外洋歧视和凌辱，以维护国家的尊严”①，一方面，他积极照会美国外交部，批判美国排华
的无理行径；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曾留学英国者，伍氏深知舆论对西方政府决策的重要性，他不仅积极
提倡以演说之法抵制美国排华运动，还多次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②，呼吁美国社会接受华侨。在伍廷
芳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留美生加入演说之列。１９０１年，毕业于旧金山神学院的伍盘照率先响应伍
廷芳的演说计划。他不仅积极呼吁旅美华侨响应伍廷芳的主张，择选“精通英文，长于言语之人”为代
表，“到处演说”，以使“东方各省富商知禁例大损于商务”，促其改善对待华侨之态度；而且身体力行，
于同年１１月联合留美生刘池、刘才等人正式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美国东部巡回演说③。１９０２年《卡
恩法案》（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　Ａｃｔ）的通过与伍廷芳宣布放弃演说策略后，伍盘照依旧坚持开展演说活动。
他一方面向华侨开展启蒙演讲，呼吁华侨积极徐图自强，根据公法力争，拒行禁例；另一方面积极
参加各类美国商会、学会等社会名流齐聚的俱乐部活动，以美式幽默的方式发表演说，“与美人辩
驳苛例”，同时也向其展示中国人的优点④。这种直接交流方式有助于消除美国社会对华侨的偏见。
在伍盘照等人的影响下，留美生投身以演说改善华侨状况者愈来愈多。李照松与郭秉文等人先后以
“禁止华侨之非理”⑤“中国的抗议”⑥为题，揭露美国部分政客抹黑华侨声誉之真相，一定程度上改善
了部分美国民众对华侨的认知。

在借助演说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部分留美生还利用自身所学，积极撰文，驳斥美国社会对华侨
的系统性偏见，希望以此扩大社会舆论，进而改善美国朝野对华侨的态度。１９０６年，留美生王景春撰
写文，以具体职业为例，有理有据地澄清美国社会关于华侨工价低廉与生活吝啬的刻板形象，讨论“排
华法案何时被废除”⑦。Ｃ．Ｃ．ＵＮ与马寅初等留美生也先后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刊文，Ｃ．Ｃ．ＵＮ以
美国移民局所统计的在美华侨人数及其所从事的行业等数据为依据，论证了美国排斥华侨“扰乱劳工
市场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理由实乃谬论⑧；马寅初则借用社会学同化理论与公共财政理论解释了
排华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马寅初指出，诸人种本无二致，华侨之所以不能快速融入美国社会，根本原
因在于美国社会动辄贬低、压迫与侮辱华侨。他呼吁美国民众尝试接纳华侨，并使其接受美式教育，
培养其美国化的思维。如此，“他们自会努力追求与美国劳工同工同酬”⑨。此后数年间，越来越多的
留美生为维护旅美华侨利益，在学习之余，或积极奔走于各类演说现场，或撰文驳斥美国排华运动，为
华侨所遭受的歧视鸣不公。留美生的这些务实举措，已成为弥合鸿沟的坚实桥梁，促使部分美国民众
对华侨社群的认知朝着更立体、更真实的方向转变。
２．“深入唐人街”：整顿华侨陋习
面对美国社会对华侨的批判，留美生虽曾积极与之辩论，但也并未陷入盲目的民族主义之中。作

为中国“民间形象大使”，留美生强调自身所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努力消除中西人民间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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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①。自２０世纪初，部分留美生开始深入唐人街，了解旅美华侨的真实生活状况，并尝试从日常
生活层面整顿华侨陋习，重塑华侨形象。

“疯狂的赌徒”这一污名，是美国社会长期抨击华侨的主要矛头之一。为此，改变华侨“赌徒”形象
成为留美生的重要任务。１９０５年年初，留学于加州大学的Ｔ．Ｙ．Ｃｈａｎｇ成功进入华侨在伯克利开设
的赌场，开展相应调查②。待时机成熟后，他便联合当地议员与副警长对赌场进行突袭。虽然因消息
走漏突袭失败，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华侨聚赌的状况③。不久，留美生Ｔｏｍ　Ｃｈｉｎｇ公开向加州政府
请愿，希望其能够严厉打击华侨赌场。留美生Ｇｕｙ　Ｈｉｎｇ也进入华侨赌场取证，并请求美国政府予以
打击；当地警长亲自带队突袭华侨赌场，成功逮捕了数十名参赌华侨，并缴获赌博器具以及赌资④。
留美生的积极介入与努力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净化了唐人街的社会环境。

除赌博外，旅美华侨还存在如吸食鸦片、偷盗与帮派械斗等不良行为，留美生亦采取过一些针对
性举措。１９０９年，安良堂、四姓堂与协胜堂因“包金之死”而爆发帮派冲突，中华会所、卫理公会中国
传教会、中华基督教第一长老会、在美华商、纽约中文学校、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以及Ｃ．Ｓ．Ａ．等组织
各推荐１人，成立和平委员会（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专职负责协商、处理此次堂斗事件。其中纽约
中文学校代表Ｏｕ　Ｌｕｍｎ、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代表Ｌａｍ　Ｖｏｎ－ｆｏｎｇ、Ｃ．Ｓ．Ａ．代表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
以及和平委员会秘书黄宪昭（Ｈｉｎ　Ｗｏｎｇ）等皆为留美生。为尽快妥善处理堂斗事件，留美生日夜奔
走。如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多次奔波于各社团之间，协调各方要求；黄宪昭彻夜编写和平条款，在协
调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⑤。最终，在和平委员会沟通协调以及纽约警方与中国驻纽约领事的共同
施压下，安良堂和四姓堂正式签订和约，堂斗逐渐平息。为防止华侨堂斗再次发生，１９１１年１月，纽
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立仲裁法庭，由中国驻美官员、学生与商人等社团之外的“他者”充当评判员，专
职协调社团成员冲突事件⑥。仲裁法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华侨社区内部矛盾，减少了“堂斗”
的发生，改善了美国民众对华侨社群的观感。
３．“润物细无声”：推动华侨教育发展
为使自身与后代更好地适应新大陆生活，谋取更好发展前景，华侨抵美之初便积极谋取受教育

权。但受排华运动影响，他们往往难以进入美国公立学校，只能就读于有色人种与宗教类学校⑦。即
使在上述两类学校中，华侨学生也常遭遇排斥。部分华侨虽曾尝试自办华文学校，但限于师资、教材
与时间等现实制约，也难以满足华侨社群的实际需求。在此背景下，多数华侨子女不得不放弃学
业⑧。据统计，１８８５年，旧金山５６１名适龄华童中接受教育者仅９人⑨。作为近代中国的新式知识分
子，留美生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与华侨交往中进一步察觉到，华侨群体因教育资源匮乏，尤其
是语言与文化教育的缺失，“无法与美国人进行非常亲密的接触”○10，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为打破
这一困境，留美生采取多种举措，力图改善华侨教育困境。

其一，积极劝说中国政府创办华侨学校。华侨本属中国人，但清朝早期却视其为“自弃王化”之民
而不予庇护。近代以降，随着清政府国力渐衰，海外华侨群体所蕴含的经济潜力日益受到统治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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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重视，清政府对侨政策也逐渐发生转变。１８９３年，清政府正式承认海外华侨的合法身份。作
为主权国家，清政府自然有保护华侨合法权益的义务。部分留美生曾多次请求政府设立华侨学校。
１９０５年，美洲中国学生会向学务大臣上书，阐述美国华侨教育的缺失，请求清政府参照“奏定高等小
学堂章程”，在华侨聚集的旧金山地区以官督商办形式创办一所华童学校，改善华侨子弟受教育问
题①。当１９０６年端方等人抵美考察宪政时，留美生王建祖又特陪同端方等人前往唐人街，向其展示
华文教育的缺失，使之产生了“宜急建自立之校”②的想法。１９０８年，学务专使梁庆桂刚一抵美，留美
生便向其重申兴办华侨学校的建议，强调国运兴衰与教育息息相关，然而目前华侨却尤为缺乏合适教
育，这不仅使海外华侨失去了报国途径，还令美国社会多视国人为未开化之民，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
形象。他们指出对华侨施以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大之可为国家有用之人才；小之亦为完全人格之国
民”③。１９０９年年初，清政府正式在旧金山创办了近代美洲第一所官办新式华侨学校———大清侨民公
立小学（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Ｑｉｎｇ　Ｅｍｐｉｒｅ）④。

其二，劝告华侨重视教育。教育是个人发展和社会生产延续的手段之一，在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早期旅美华侨较为贫困，他们或因美国社会学费较高，或局限于蝇头小利，选择辍学务工补
贴家用⑤，这显然不利于发展。为使华侨重视教育，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留美生遂对其进行大力劝
导。１９０６年，留美生程祖彝在演讲时指出，美国社会排华的根本原因在于华侨“无学”，强调“天下惟
学可以开智识，亦惟学可以振国耻”，且“为一国谋，为一家谋，为一身谋，皆不可以不兴学”⑥。他呼吁
华侨重视教育，认为若华侨能够受到良好教育，美国民众对其排斥亦会有所缓解。在劝告华侨注重教
育的同时，部分留美生还指导华侨专业选择。留美生江顺德曾竭力劝说华侨学习矿业。他指出：“天
下之利源，莫大于矿产；全球之矿质，莫富于中原。”但限于技艺不足，近代中国矿业资源日渐为欧美列
强所霸占，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他强调“有非常之人，然后可成非常之业”，中国矿业若想摆
脱列强控制，就必须培育属于中国自己的新式矿业人才。因此他诚劝热心矿业之华侨，努力学习西方
先进矿业技术，“以挽回今日中国之穷且弱”⑦的窘境。

其三，直接投身华侨教育事业。随着对华侨了解的深入，留美生逐渐意识到，仅依靠口头劝告或
等待清政府救助的举措难以缓解华侨的教育困境，于是，部分留美生毅然选择直接投身华侨教育事
业。一时间，波士顿公义社、纽约唐人街周日班、印第安纳州“自强俱乐部”等众多留美生所办之社团
涌现，其中又以波士顿公义社（以下简称“公义社”）的贡献最为突出。
１９０９年，为实现Ｃ．Ｓ．Ａ．“促进中国整体福利”的办会宗旨，Ｃ．Ｓ．Ａ．成员Ｋ．Ｃ．Ｌｉ、Ｙ．Ｃｈｅｎ与Ｔ．

Ｃ．Ｍａ等１０人在波士顿成立“波士顿总福利协会”（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ｓｔｏｎ），后
简称波士顿公义社。公义社创办之初，便制定了“为波士顿及附近地区中国人民的普遍福利而努力，
促进华侨的教育，改善波士顿唐人街的状况”⑧三条行为准则。为改善旅美华侨形象，１９１０年，Ｋ．Ｃ．
Ｌｉ在对华侨社会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办华侨学校的主张。他指出，教育能“消除无知，培养
志向，发展能力”⑨，然而，限于诸种因素，华侨教育常处于缺位状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虽迫切希望
获得文化教育，却又陷入一种求而不得的窘境。有鉴于此，以李氏为代表的留美生遂向公义社提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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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华侨学校。他们强调教育能显著提升华侨的认知与能力，并可通过华侨群体向美国社会展现全新
的中国精神面貌。这一将教育功能从个人提升扩展至群体形象与国家文化的远见卓识，获得了华侨
的广泛支持。１９１０年３月２７日，近代美国第一所由留美生创办的华侨学校———波士顿公民学校正
式成立。公民学校成立之初，其师资大多是顶尖大学的留美生。如英语老师分别为哈佛大学留美生
Ｌｏｙ　Ｃｈａｎｇ、Ｅ．Ｍ．Ｈｏ与Ｋ．Ｃ．Ｌｉ；数学老师为麻省理工的Ｈ．Ｔ．Ｓｈｅｎ与哈佛大学的Ｋ．Ｃ．Ｌｉ；中文老
师为哈佛大学的Ｔ．Ｃ．Ｍａ等①。公民学校的成立亦标志着留美生从“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供给者”
和“社区建设者”，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思想在海外的延伸。

４．“从娃娃抓起”：唐人街童子军运动的肇兴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儿童期则是个人健康成长、优良品质养成以及健全人格塑造的

重要阶段。２０世纪初，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虽给民众带来了相应便利，但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也一
度使得儿童形成恶习，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与价值观念。部分孩童常徘徊街头，流连于娱乐场所，吸
烟酗酒，拉帮结派。同一时期，旅美华侨也面临类似问题。受中国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华侨
往往生育较多子女，由于父母多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华童常处于缺乏管教状态。加之受排华运动影
响，华童常被迫生活在充斥着鸦片、娼妓与堂斗等乱象的唐人街。这些因素无形中影响了华童价值观
的塑造。部分青少年一度崇尚暴力，将黑帮分子“素鸭”视为偶像②，幻想着加入帮派，叱咤风云，并效
仿成立少年帮派组织③。此种现象既不利于社区稳定，也损害了华侨整体形象。此时，美国社会正掀
起青少年教育革新的童子军运动④。这一模式启发了关心华侨社区发展的留美学生，即通过有组织
的青少年活动，引导华童走向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纽约中国留学生俱乐部秘书、留美军事生沈剑虹（Ｇｅｅ　Ｈｏｎｇ　Ｃｈａｎｔ）率先响应美国

童子军运动，他将２４名“过去常在莫特街和佩尔街闲逛的中国男孩聚集在一起”，以纽约唐人街附近
教堂娱乐室作为日常训练场所，成立近代美国第一个非正式的华侨童子军小队。童子军成立后，沈剑
虹不仅充分发挥自身所学，积极教授华童有关军事理论知识，开展相应军事训练，还积极呼吁其他留
美生尤其是医科生加入童子军运动，教授华童必要的日常救护知识。他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培养华童
对同胞与国家的忠诚精神，加强华童间的友谊，激发学生对社会活动的兴趣。在沈氏的呼吁下，黄宪
昭等留美生先后投身华侨童子军运动。１９１１年年初，黄宪昭召集纽约童子军成员，进行第一次集体
活动。此次活动不仅教授成员相关伤员急救、丛林行军以及追踪生存等军事知识，还积极向其介绍美
国社会文化，希望以此弥补华童文化短板⑤。黄宪昭等留美生又多方筹款，在Ｂｏｗｅｒｙ街租了一个房
间，作为童子军专门活动场所，并向美国童子军总部购置专业作训服装与手册⑥。此后，留美生便严
格按照《童子军手册》之规定，对华侨童子军进行训练，在训练间隙积极向华童介绍美国文化，希望以
此帮助华童快速适应美国生活。

与此同时，留美生还常以华侨童子军为媒介，向美国民众展现华侨全新的形象。１９１１年８月，在
普林斯顿中国集市活动中，黄宪昭带领华侨童子军积极维持市场秩序，向到会留美生与美国民众展现
了全新的华侨面貌⑦。同年，他们又参加了庆祝中国革命胜利游行活动。十余名华侨童子军身穿统
一制式服装，并肩高举中美国旗，精神抖擞地行走在美国大街上，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美国民
众对华侨的传统认知⑧。黄宪昭还带领华侨童子军参加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夏季会议，向与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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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各类童子军活动。他强调童子军运动的积极意义，呼吁留美生深入了解该运动，并将其引至国
内，培育中国新式青年①。在黄宪昭等人的努力下，纽约华侨童子军人数在短短一年间迅速增至５０
人②，李兆昌、洪业、陈鹤琴等留美生也纷纷投身华侨童子军运动。华侨童子军运动的开展不仅促进
了留美生对华侨真实生活状况的了解，“加强他们对不幸者的同情和为他人提供无私服务的决心”，还
一度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③，使得部分民众开始重新审视华侨，在华侨形象重塑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行动回响：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的历史意涵

２０世纪初，中国留美生虽身处异域，却并未与旅美华侨社会相割裂，在族群认同观念影响下，即
便面临美国排华浪潮的持续高涨，部分留美生仍主动承担起改善华侨形象的时代使命。他们借助自
身独特的跨文化身份优势，通过刊文、演讲及诸种社会实践，多管齐下，致力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扭
转华侨在美国社会中的负面形象。此外，在历经美国社会无差别排华冲击后，相当数量的留美生逐渐
意识到自身与华侨间的休戚与共，进而突破传统中国精英的身份观念，坚定地站在华侨身边。那么，
留美生重塑华侨形象的历史意涵，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呢？

１．促进中美跨文化理解与交流
１９世纪末，在长期的媒体宣传与政治操弄下，美国民众普遍对华侨抱有恐惧乃至敌视态度。２０

世纪初，中国留美生以新式知识分子的姿态进入美国社会，他们通过演讲、撰文、教育和社会实践等多
种途径，逐步改变了美国部分民众对华侨的刻板认知，使其对华侨的态度逐渐由排斥转向理解。

一方面，留美生所开展的演说与刊文等，在一定程度上令美国部分学者、传教士与新闻记者等知
识分子直接聆听到了中国人的理性之声。与早期被动挨打的“沉默华工”不同，２０世纪初，美国留美
生以其流利的英语不断向美国民众阐述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化转变，反驳了美国社会的“黄
祸”论调。伍盘照、郭秉文与王景春等留美生的演讲内容常从道德伦理延及经济发展，彰显了中国人
的现代思辨能力。他们的诸种公共言论使美国部分民众意识到此前种族偏见认知的“夸张性与误导
性”，开始重新审视华侨与中国，并尝试打破国家壁垒，维护华侨合法利益。如１９２８年，考虑到旅美华
侨屡遭不法苛虐，杜威等美国名士于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美国华侨法律保障会，以“扶助华人取得法律
上之权利”。他们的这一主张很快获得美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该保障会成立短短数月便开设了２０余
个分会，遍布“纽约、费城、波士顿、支加哥、三藩市、西雅图等华侨人口众多之区”④。

另一方面，在美国上层知识分子改变对华侨认知的同时，基层民众的态度也出现了缓和迹象。为
改变旅美华侨形象，提升华侨在美社会地位，２０世纪初，留美生先后发起了公义社、公民学校与华侨
童子军运动等⑤。这些举措不仅为唐人街注入了新的社会形象，同时也使得美国部分民众开始以好
奇和赞许的眼光重新审视华侨。他们认为“年轻的中国人正在以文明的方式改善他们的社区”⑥，发
现华侨并非完全拒绝同化，而是正以自己的方式融入美国社会。随着中美贸易不断深入，他们还敏锐
地意识到，“美国人欲在中国竞争世界市场，（需）先结交华侨团结欢心”。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美国社会上无论有何庆典，或商业展览，均邀华人参加，更有许多毕业大学学生被聘为美国著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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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①。这种态度的转变虽非普遍，却意味着美国社会对华侨的认知开始从原本的“道德谴责”转
向“理性观察”，华侨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亦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此外，不同于早期旅美华侨，２０世纪初中国青年赴美前大多接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赴美后，他
们穿西装、讲英语、主动接纳西方文化与宗教洗礼，直观展现了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尝试。更重要的
是，他们不仅接受了美国的现代教育，还以实际行动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固有偏见，扮演了重塑中
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使者。他们积极参加各类社团、演讲与辩论赛活动，展现了较高的知识素养和国际
沟通能力。他们的举止与才华俨然展示了“新中国人”的国际形象，颠覆了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固
有印象②。通过与留美生的日常接触，美国民众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不仅只有华工，也有优雅的绅士、
严谨的学者、理性的思想者等。

２．改善唐人街华侨的社会环境
晚清以降，美国民众常严厉批判唐人街内部之乱象。面对此种状况，部分留美生利用自身知识优

势和社会地位，投身整顿社区。他们一方面努力向华侨灌输西方现代化思想，另一方面积极协助美国
政府与华侨清理非法场所，常以调停者的身份介入社团冲突。在历经数十年努力后，旅美华侨的生活
状况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１９２２年美国学者卡鲁尔在调查后直言：唐人街“十年以来，已经一大变迁
矣”③。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唐人街环境改善、堂斗事件减少以及华侨受教育水平提升等方面。

首先，在社会舆论影响与留美生的劝说下，旅美华侨愈发重视整顿唐人街环境。自１９０７年起，中
华会馆、六大公司等华侨组织利用旧金山唐人街重建之际，积极取缔辖区内的赌场、妓院、鸦片馆等违
法场所，明文禁止在唐人街内开展非法活动④。为改善美国民众眼中“鸦片佬”的形象，部分华侨会馆
不仅在华侨杂志上大量刊登戒毒广告，还在唐人街内开设相当数量的鸦片改教所⑤。这些举措在某
种程度上改善了唐人街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部分华侨亦逐渐尝试接受美国文化。一时间，“唐人
街之建筑一新，而侨民剪发易服，渐呈维新之象，美人轻视之心自减”⑥。唐人街的社会状况已有较大
改观，美国民众常在不经意间走入唐人街，竟“不知其为中国市”⑦。

其次，增强华侨社区团结。长期以来，唐人街内部因籍贯、帮派与经济利益等问题而矛盾重重。
留美生作为赴外求学群体，较少受地方势力的羁绊，能以较为公正的态度介入社区事务。１９０９年，为
处理“包金之死”而成立的和平委员会便展现了留美生的努力。彼时，委员会成员以理性谈判取代暴
力对抗，最终促成两大社团停战，恢复了唐人街的秩序。此后，纽约中国学生俱乐部又设立仲裁法庭，
负责调解华侨内部纠纷。留美生的此种调解理念亦为华侨所借鉴。如１９１３年，美洲华侨和平总会成
立之初，明确规定本会“以弭堂斗而保治安，无事则互相观摩，有事则合力排解，专以息事宁人、保持和
平为宗旨”⑧。该宗旨与仲裁法庭主张大致相同。留美生的诸种举措不仅遏制了堂斗事件的发生，使
华侨社会呈现相对稳定局面，也使美国民众对华侨“好斗成性”的偏见有所改变。

最后，推动旅美华侨的教育发展与文化转型。留美生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塑造形象的根本途
径，因而竭力劝告华侨重视教育。部分华侨赴美时虽未曾接受过教育，但在留美生的宣传下逐渐意识
到“受世界潮流的激荡，知今后非读书识字不足以为图存”，纷纷“遣其子弟入美国学校读书”⑨。与此
同时，在留美生多方奔走之下，华侨学校相继成立。１９０９年旧金山“大清侨民公立小学”的建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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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侨子女提供了正规的中西教育，还开创了近代中国政府在美办华文教育的先河。此外，留美生还
自发组织波士顿公民学校等，并积极充任教习①，为华侨开设语言文化与基础课程。这些学校虽规模
不大，却成为华侨文化启蒙的起点，使得部分原本与美国社会隔绝的华侨逐渐具备了基本沟通能力与
现代意识。
３．强化留美生的中华民族整体认同
留美生抵美之初虽竭力向美国民众强调自身与华侨的差异性，但相同的肤色与国族却又常令其

与华侨一同遭受无差别的歧视。２０世纪初，美国民众想当然地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个体差异
的同质群体”②，将留美生简单地等同于华侨并大肆排斥。在共同的受歧视经历中，留美生逐渐意识
到自身同样被视为“他者”。这种与华侨共同的异乡人身份，促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超越传统精
英身份观念，选择与华侨紧密联结、休戚与共。正是通过这种跨越阶层背景的团结，使他们在异域环
境中具有更加强烈的集体身份认同，进而激发出维护民族尊严的共同使命。正如美籍历史学家徐元
音（Ｍａｄｅｌｉｎｅ　Ｈｓｕ）所指出的：“排外的阴影渗透到了中国学生在美国经历的方方面面，而这又在许多
情况下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③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反映了族裔身份在异文化语境中的凸
显，也彰显了跨国境遇下留学生群体重塑民族认同的担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民众无差别排斥留美生的同时，旅美华侨却对这些身处异域的中
国青年学子寄予厚望。他们将留学生视为“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希望留美生能够通过不断学习，给
“那个目前灾难深重但前途光明的国家带来一些巨大的、美好的改变”④。１９２３年许地山与梁实秋等
人赴美时，为避免被美国海关刁难，故搭乘了头等舱。此举一度令船上的部分广东籍服务生兴奋不
已。对他们而言，这无疑向他国乘客证明了中国的强大，不由得十分自豪，常带有夸耀性心理向他国
乘客介绍并咨询其对中国的见解。当船舶即将抵达美国时，船上的华侨服务员又联名向留学生递交
了一封信，阐述在外华侨工作的艰辛与被他国民众冷眼相待的辛酸。他们恳请留学生抵美后能够认
真学习，肩负起为国而学的重任⑤，将明日之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此种经历进一步加深了留
美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向心力。

此外，旅美华侨亦会在留美生日常生活中给予其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留美生创办《中国留美学生
月报》《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时，华侨一度长期在其上面刊登广告。他们所提供的广告费，不仅为刊
物运营提供了必要支撑，还为Ｃ．Ｓ．Ａ．等组织开展各种活动提供了资金保障；当留美生发起波士顿公
义社等公益活动时，当地华侨亦常积极为其筹措资金，提供场地⑥。当得知美国民众不愿将房屋租给
中国留学生时，华侨群体还众筹购买了一栋房屋专供留美生居住。此外，留美生与华侨间常举办各类
社交联谊会⑦。这也令多数留美生增强了与华侨间的共同体意识。正因如此，２０世纪初留美生在驳
斥排华运动时，已不再刻意强调其与华侨间的身份差异⑧。他们在生活中逐渐打破了华工、华商与留
学生间的传统观念隔阂。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逐渐影响其思维观念。

四　结　　语

国家是海外侨民最坚实的后盾，然而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基本国情，不仅使其在对外交往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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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劣势，而且难以庇护本国公民在异域的合法权益。２０世纪初的中国留美生毅然肩负起超越个人
求学的使命，他们通过演说、撰文、整顿社区、兴办教育、组织童子军等多种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改善华
侨形象、扭转美国社会的歧视与偏见。然而，彼时中国较低的国际地位与深入美国社会的“黄祸”思
潮，构成了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他们的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间观感，却终究无法撼动制
度化的种族壁垒。这既是清末民初中国留美生个人理想与民族处境之间的矛盾，又是清末民初中国
知识分子群体以文化资本谋求国家尊严的普遍困境缩影。
２０世纪初部分留美生虽曾竭力向美国民众强调自身的“被豁免”性，但相同的肤色、种族与文化

出身又常令美国民众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旅美华侨，对其施以无差别的歧视、偏见与排斥。此种经历无
疑使得部分留美生与华侨在异国他乡产生了超越传统阶级差异的情感共鸣。处此背景下，他们逐渐
突破了中国传统精英身份观念，重新思考自身与华侨间的社会关系，并坚定地站在华侨身边。他们对
旅美华侨的态度也从留美初期自居为“被豁免阶级”的傲慢，逐渐转变为休戚与共、荣辱相依的“中国
人”这一族群观念。这种在压迫情境中生成的族群认同，不仅促使留美生与华侨两大群体在心理与行
动层面形成更紧密的联系，也强化了旅外华侨群体的向心力，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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